
位于江苏省

镇江市西津渡古

街的救生会遗

址袁 是现存国内
最完整的古代水

上救生机构遗

存袁 其历史可追
溯至南宋乾道年

间设立的官渡救

生船

晚清时期，江苏水上救生事业的恢复重建与地方官、绅、商多方筹措经费密切
相关。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地方官员筹款以重建水上救生事业，倡导士绅、

商人共同参与捐助，并委派他们参与管理救生工作。经费筹措主要来自官方拨补、杂
税杂捐、捐输劝募，同时采用置产收租、存典生息的方式进行资产运作。在此过程中，
经费来源呈现多元化态势，符合传统慈善组织的近代化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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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江苏水上救生经费筹措与资产运作

姻 李鹏鑫

野官督绅办冶水上救生事业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后，江苏水

上救生事业基本毁于战火。京口救

生会“房屋全毁，船只无存”，焦山

救生红船也因战乱“救生善举乃不

得已停止”，江阴培心堂“船屋均

毁，经费无出，善举几废”。战乱结

束后，以曾国藩、曾国荃为代表的

江苏地方官员“设救生局以拯覆

溺”，两江总督刘坤一“造救生红船

以拯溺”。同治到光绪年间，江苏地

方官员积极鼓励士绅参与恢复水

上救生事业，并委派士绅管理救生

事宜。

江苏地方官绅积极恢复重建

焦山救生局，取得显著成效。焦山

救生会“同治初复兴，由常镇道委

员经理之，救济甚众”，镇江地方官

员“禀请各大宪立案，由道筹款，委

员经办”。到同治三年（1864），曾国
藩署理两江总督，甘泉县训导徐国

桢参加科举，在南京拜见曾国藩，

曾国藩向他咨询地方善后举措，徐

国桢以焦山救生局为例，指出其章

程不够完善，无法发挥出应有的社

会效应，于是曾国藩委派徐国桢任

焦山救生局董事，“前往接办局

务”。徐国桢租赁印心石屋为救生

局所，“改订章程，力求整顿，全活

者众”。面对救生局经费支绌、船只

减少的情况，“除原有常镇道筹款

外，禀明大宪，劝募金陵木商，仙女

镇六濠口米商抽集厘”，补充了救

生局经费，增加了救生船只。由上

述可知，在江苏水上救生事业恢复

重建过程中，地方官员首先倡导，

然后禀请上级官员立案，并且委派

地方士绅经理，逐渐形成一种“官

督绅办”的模式。

为了充分发挥救生局的作

用，地方官员委派地方上有名望

的士绅担任董事管理救生事宜，

“董者有督率之义”。救生局董事

首在选人得当，如果董事因事务

烦琐分身乏术，也可以禀请地方

官员，邀请若干司事辅助管理救

生工作。例如焦山救生局，光绪三

十三年（1907），“经办之委员朱二、
尹黼廷，前因赴选，辞差禀退”，后

经镇江地方官员批准，仍委任陈任

旸经理，“如恐精力不足，并许举员

旸相助为理”，陈任 又保举巡检张

道生作为助理，得到镇江地方官员

的批准。再有金陵救生局，董事制

定救生章程，需要得到地方官员

的批准，“勒石在案”，倘若修订救

生章程，董事应该“恪遵奉行，摹

拓碑文，呈请府宪，通详立案”。由

上可知，救生章程立案，必须经过

地方政府批准才能实行，这说明

尽管晚清时期地方公益事务交由

地方士绅管理，但地方政府依然

没有放弃政治权力，在审核制定

章程、董事更换等事务上仍然保

留最终核定权。

除此之外，值班董事倘若不对

救生工作中的不法之事加以整顿，

经地方官员查实，将给予董事严厉

惩处。例如瓜洲救生局，前任董事

玩忽职守，导致局务废弛，“原有大

船二艘，人不修理，以致大风浪时，

遇有行舟覆溺，亦不敢施救”。鉴于

瓜洲救生局的情况，当地官员经过

调查，查实前任董事确实存在玩忽

职守的行为，遂撤销其各项职务，

重新任命杨某为瓜洲救生局董事，

“瓜洲自治分所选举一人为坐办”。

不可否认，董事管理不善势必影响

救生局的经营与运作，如果有官方

监督，对董事“轻者永停差委，重则

详请严参”，既能保证救生效率，又

能借机整顿救生事业。

救生经费筹措来源

一尧官方筹款
江苏地方官员筹措救生经费，

需要申请地方财政拨款。例如上海

南市杨家渡救生局，“局中一切开

支”，以往由上海道台官员“月拨官

款三百金以作常年经费”，“驻局办

事经理员亦由道委派”。需要指出

的是，同治年间恢复重建地方公益

事务需要足够的经费，在国家财政

窘迫的情况下，淮盐总栈成为江苏

重要的救生经费来源。“扬子淮盐

总栈，其属之余利者”，摊认善后局

经费，又“拨补救生局局用各项”。

又 如 江 宁 救 生 局 ， 同 治 五 年

（1866），江宁食岸督销道员庞际云
以“盐商罚款二百二十两，助救生

公用”。再有瓜洲救生局，“在淮南

总局每月支经费十千文”。还有焦

山救生局，经费“取给于两淮之

盐”，于淮南总局“按季领经费六百

千文”。同样地，高邮州甓社湖红船

也于淮南总局“每季支经费钱一百

千文”。可见，这一时期江苏水上救

生事业的官方拨补经费主要来自

两淮盐业，间接说明经费来源的单

一性。为了保障江苏水上救生事业

持续发展，亟须扩大经费来源。

二尧征收税捐
为避免江苏水上救生事业出

现经费不足的窘况，征收杂税杂捐

也成为筹措救生经费的重要渠道。

例如江阴培心堂，同治十二年

（1873），奉江苏布政使命令，“拨银
六百两，购造红船两号”，江阴知县

马鸿翔制定经费收取细则，“每年

冬漕公脚费内，每石拨捐钱五文，

又拨城内济美典月捐，每年一百二

十千”。接任江阴知县的沈伟田又

增加月捐，“拨济善典月捐，每年九

十六千”。此外，江阴海关还收取船

捐资助培心堂救生经费，“每船捐

钱十四千文，由江海关代收，以充

经费”。再有太湖救生局，以往依赖

“纲船、鱼捐”，上述捐税停止后，

“改归苏州、常州两府税契项下，附

收救生捐钱，每两或十文或五文不

等”。光绪二十五年（1899），“曾因
整顿税契裁除”，二十七年（1901），
又“请准规复”，至三十二年

（1907），“加征税契，复又裁除”。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江阴

培心堂。咸丰以前，江阴知县陈延

恩委任士绅季忻经理培心堂事务，

咸同兵燹后，又经地方士绅谢环等

人“呈请兴复”。到同治十二年

（1873），江阴知县马鸿翔征收海
关、盐栈、典当、纱业、船业等行业

杂税杂捐，将救生经费来源与地方

社会建立密切联系。其时，江阴县

各界积极认捐：政务机关和税务机

构，县署三百七十二千，江阴海关

三十六千、江海分关每年约一百二

十千；公司、企业，像盐公栈三百千、

利川纱厂二百千、通惠公司二十四

千；工商行业，茧捐银四十元，饼捐

银六十元，纲簖捐银五十二元，鱼筹

捐每年约五百千，米捐每石三厘（每

年无定数），每年北外木街各业捐约

二百六十千，船捐项下货物税代收

约二百千。此外城乡典捐也有三百

七十六千。靖江县认捐，政务机关

和税务机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县

署认捐二百千；海关代收猪捐每年

约三百千；佛寺田租约一百千，典

捐一百千；乾号捐银二十四元。其

他各县如“武进、宜兴、丹阳、溧阳、

金坛典捐，岁约收二百七十千”。

由上可知，通过征收税捐补充

救生经费是江苏水上救生事业发

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这反映出当时

江苏地方财政窘迫的事实。为筹措

救生经费，地方官员出面协调各行

业税捐，并从中抽取银两补充救生

经费，使这项公益事务更加社会化。

三尧捐输劝募
太平天国运动使江苏地区的

商业活动遭到严重破坏，各行各业

百般凋零，以往踊跃捐输的地方商

人、铺户在捐助公益事务方面显得

难以应付，“从前海舶盛时，商贾辐

辏，一经董劝，靡不乐从。今者商业

日衰，市肆因之减色，捐资渐微，经

费渐绌”。面对惨淡的商业状况，江

苏地方官府仍继续捐输劝募，“救

生不能无费，无所出必劝捐，又不

得，则威力行焉”。此时的劝捐带有

半强制的性质，例如金陵救生局，

“乃邀集各商，亟力劝募，并调查各

款所赢余，指明商拨”。同治十三年

（1874）开设的保婴总局董事向松
江府海防分府申请，并通过地方官

府向各同业行会的会馆和公所的

董事们发出募捐的文书。以往大力

捐输的丝业行会董事以“近来生意

清减，不能再行提款”作为答复，但

在拒绝的同时，“还是被迫从向丝

业行会自身经营的闵行镇救生局

提供的捐款中，即按照丝一包征银

3分的比率募集的捐款中分出 40%
给保婴总局，其余的 60%仍然由闵
行镇救生局使用”。这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地方商业捐输劝募的困

境，但商人铺户仍无法避免地方官

府的摊派现实。

除上述外，高邮知州唐沦重建

水上救生事业时亦于当地城乡公

开捐输劝募。高邮州原有“永”“保”

“全”“生”四艘救生船，后缩减至

“永字号”“保字号”两艘。不久之

后，唐沦恢复所有字号救生船，并

委派救生局董事夏子猷分赴各城

镇，与局内董事丁序东、嵇承绪等

人公开劝捐，“计捐钱八百三十七

千零，为置造船只之用”。与此同

时，高邮州救生船局总董王建中亦

于“城乡各处劝捐”，截至同治八年

（1869），高邮州救生经费共收得
“板厘钱七百三十千零，陆陈行加

捐活厘钱二百十六千零”，此外，又

由“界镇董事捐钱九十八零，均经

拨交救生局支用”。光绪五年

（1879），高邮知州捐赠廉俸，当地
的盐垣、典铺也参与捐钱，“署知州

烺金元 每月捐廉俸二千文，盐垣每

月捐钱一千文，同兴典每月捐钱一

千文，三垛镇恒德典，每月捐钱八

百文”。自光绪九年（1883）起，高邮
州地方官员陆续接办水上救生事

业，且继续捐输劝募救生经费，“高

邮知州龚定瀛筹红船经费，盐运使

司每年拨给四百千文，厘捐局代收

陆陈活厘，每年约四十千文，丰备

善愿拨给水手一名工食，每年二十

六千四百文”。

上述事例说明，捐输劝募虽然

是一种传统的经费募集方式，但在

当时的情况下，这种方式与官方筹

款、征收税捐共同构成了江苏水上

救生恢复重建的经费来源。就事实

而言，如果单纯依靠上述传统经费

来源，无法保证江苏水上救生事业

的有效运作，故在此基础上，江苏

地方官员又联合士绅、商人对筹措

的救生经费进行资产运作，促使救

生经费来源更加多元化。

资产运作路径

一尧置产收租
一般而言，救生经费的捐赠活

动，大多是地方绅耆士民在地方官

员的带头和倡导下捐赠款项或田

地等项，“善士既存心救生，行之久

而不倦，于以薄德泽而广圣化，其

功不为小矣”。在此基础上，绅董还

将部分捐赠钱财用来购置田地、房

屋等不动产，将田租、租金收入作

为救生组织的稳定经费来源。

在江苏水上救生事业恢复重

建过程中，捐赠者逐渐从捐赠钱财

过渡到捐赠田产、市房等不动产。

例如高邮州，同治四年（1865），当
地社会力量纷纷捐置田产、市房等

项，“沈贻厚捐田二十六亩，价一百

四十千”，“邱墅阁槽坊房租，每月

租钱二千，其中以一千二百文归救

生局”。此外，真武庙、河东天福庵

的僧人也曾捐赠田产。再有金陵救

生局，陆续置买救济洲田，在上元、

江宁等地都有救生田产，还有信府

河房屋产业、油市大街宝字铺房等

产业。还有靖江县救生局，光绪三

年（1877），知县叶滋森查实靖江县
善堂公款“本属不敷”，于是“拨庵

田 200 亩给救生局”，通过征收租
税补充救生经费。

除此之外，还有江阴培心堂。

同治十二年（1873），堂内董事通过
置产收租获得经费，“置头圩沙田

十六亩，每亩收榷租钱一千八百

文，局外余地，每年收地租钱五十

余千”。之后，堂内董事季荣恩、郑

惇五等人又“捐资报买巫山沙滩地

二百五十亩”。至光绪十五年

（1889），其时江南和江北两救生局
每年开销约五千缗，堂内董事陆续

置备更多田产，每年田租收入三百

六十千，主要来自长寿六保漕田七

十亩、黄田港头圩四十五亩、救生

墩下圩田三亩、夏港西墩保田十二

亩、救生局“右后塌岸一方盐栈竹

行零户地租；巫山沙坍存一百六十

亩”。除置备上述田产，堂内董事还

置备房屋、市房，在房租项下，“老

官渡局屋三间；江海分关屋六间；

二侧北外靖海关南首，朝西房一

间；一侧新横街，朝北市房八间；闸

西普惠桥南首，朝东市房二间，朝

西市房二间；货物税房租及靠北四

间；对门沿河一间；头圩岸屋七

间”，以上房屋、市房租金“岁约收

入八百千”。上述表明，依靠田产、

房屋、市房征收田租、房租，不动产

得到高效利用。

以上说明，传统经费来源只能

暂时解决水上救生事业所需的基

础经费，一旦遇到突发事件，水上

救生事业还是无法避免“资绌而

废”的情况。鉴于此，绅董将筹措的

部分救生经费用于购置田产、房产

等不动产，其所得租金收入可作为

救生经费的日常开支，将消费型财

政转向生产型财政，从而保证了救

生经费的稳定持久。在此基础上，

救生经费如有盈余，还可以用于存

典生息。

二尧存典生息
存典生息是清代民间公益经

费保值增值的一种较为普遍的资

产运作方式，“按生息一项，乃子母

相权、永日持久之术也”。一般操作

是将原有救生经费通过生息获取

收益，这使得救生经费能够通过发

典得以生息，以息金作为救生事业

日常经费支出，无须再因经费短绌

向社会募捐，也不会因为置备田

地、房屋遭受水患等灾害而造成租

金短缺的情况。

江苏地方官员、士绅积极筹措

救生经费，同时将募捐而得的资金

发商生息或存典生息，进而定期领

取息银作为救生经费。同治二年

（1863），高淳知县包家丞批准将毁
房移盖新建为高淳救生局。到同治

十二年（1873）秋，高淳知县秦曾熙
进行募捐，造救生船一艘，高淳救

生局规模照旧，“将余捐分存各商

店生息备用”，救生局修订章程报

县立案。同治四年（1865），金陵救
生局交由地方士绅管理运营，“江

宁知府涂宗瀛为之募捐理产”，金

陵救生局董事将捐助得来的银钱

用于存典生息，“其存息之款，计

存船板巷协和典湘平银三百八十

七两一钱六分四厘，乃同治九年李

爵相捐，发生本银二千余两，仅实

领到银三百八十七两一钱六分四

厘，由局禀明，存典生息”。后又将

另一部分捐赠经费存典生息，“李

府巷同人典库平银二千两，评事街

永益典库平银一千两，武定桥永丰

典库平银一千两，花市大街协隆典

本洋一千元”。上述皆为金陵救生

局同治至光绪年间救生经费存款，

“归局取息，以充经费”。

江苏地方官员、士绅通过存典

生息，改善了以往江苏水上救生事

业经费依靠传统筹措方式收入不

稳的状况，救生局董事可以定期从

典铺领取息金，这使得江苏水上救

生事业经费有了稳定保障，不必时

常向社会募捐。救生经费的存典生

息较好地实现了商业与公益相结

合，既体现了典当业对社会公益的

责任和义务，也彰显了政府和社会

对公益事业的保护和支持。存典生

息这一资产运作方式确保了各项

救生工作的日常运作，不会因为缺

乏救生经费而降低工作效率，从而

保证水上救生事业持续稳定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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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慈善传统

赛力斯、度小满等捐赠千万元驰援重庆彭水县灾害救援
姻 本报记者 皮磊

7月 17日 9 时 8分，重庆市彭
水县汉葭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

据央视新闻报道，截至 19日，现场
已搜救出 18人，其中 8人死亡，仍
有 34人失联。

据报道，山体崩塌发生后，当

地立即展开转移群众和抢险救援

工作，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 1100
多人，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

群众 60多人。目前，救援工作仍在
持续。

此次灾害也引发社会广泛

关注。

7 月 18 日，赛力斯集团发文

称，赛力斯集团向灾区捐赠 1000
万元，用于山体崩塌受灾地区的紧

急救援与灾后重建工作。赛力斯将

持续关注灾区情况和救灾进展，帮

助灾区人民渡过难关。

同一天，度小满宣布通过中国

红十字基金会捐赠 1000 万元，支
持重庆彭水救灾救助及灾后重建，

帮助受灾群众渡过难关、恢复正常

生活。度小满方面表示，将持续关

注灾情进展，与社会各界一道，为

灾区救助、过渡安置和灾后恢复工

作贡献力量。

千里科技集团发文称，已通过

相关渠道向灾区捐款 500 万元，用
于山体崩塌受灾地区的紧急救援、

伤员救治及灾后重建工作。同时，

千里科技将密切关注灾区动态和

救灾进展，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

与灾区人民风雨同舟、共克时艰。

另据重庆市红十字基金会 20
日消息，灾情发生后，新海航西部

航空第一时间与重庆市红十字会

对接需求，并通过重庆市红十字会

捐赠 1000 万元，用于支持救灾救
助及灾后重建，帮助受灾群众渡过

难关、恢复正常生活、重建家园。新

海航西部航空方面表示，将持续关

注灾情进展，与社会各界一道，为

灾区救援救助、过渡安置和灾后恢

复重建工作贡献力量。

重庆另一家本土品牌———李若

桃为支持应急抢险救援及受灾群众

救助工作，第一时间联系重庆市红

十字基金会，捐赠现金 50万元。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重庆市

慈善联合总会针对此次灾害发起

专项募捐，截至 19 日 18时累计筹
集资金 845.86万元，其中线下捐赠
5062842.3 元，互联网公益平台爱
心网友累计捐赠 239.58万元。

目前，重庆市慈善联合总会已

向彭水县慈善会划拨救灾专项资

金 600万元。该笔资金将在当地党
委政府、民政、应急部门统筹调度

下，专项用于失联人员家属安抚、

受伤群众救治、转移群众临时生活

物资采购、受灾困难家庭慰问等抢

险善后工作。剩余募集资金将结合

现场救援进度、群众安置及灾后恢

复重建实际需求，分批次统筹拨付

到位。

重庆市红十字基金会 18日向
全社会发出募捐倡议：恳请各企事

业单位、社会组织、爱心人士伸出

援手，奉献爱心，踊跃捐款，驰援彭

水，共渡难关，为受灾群众送去温

暖和关爱。

此外，四川省重庆商会、成都

市彭水商会联合发布爱心募捐倡

议书，所有善款统一定向捐赠至重

庆市彭水县红十字会，专项用于彭

水抢险救灾、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及

灾后恢复重建工作。

记者注意到，此次灾害发生

后，壹基金、腾讯公益、滴滴公益等

社会公益力量全面启动救灾响应，

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提供保障。值

得一提的是，除了专业救援力量，

当地群众也自发组织起来参与抢

险救灾工作。

据央视新闻报道，独具特色的

摩托车“大军”再次出现，他们根据

现场工作人员安排，排队领取饮用

水、食品或者药品等物资后，送到前

方救援队员手上。不过，由于爱心队

伍严重饱和，目前当地警方也发出

倡议：因本次救援主要以大型应急

救援车辆为主，为保障救援通道通

畅，请广大摩友不要自行前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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